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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后国际体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中国始终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人们应一以贯之而不是分裂地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

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一直是战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贡献

者。但在一个异质性很强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和

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与尊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然是

国际社会的重要任务。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是概括中国外交理论的重要样

本。当前国际体系经历的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

中国外交理论的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能

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处理这种关系提供借鉴。这是中国特色外交理

论在经历理论本土化阶段后，实现国际化和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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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国际体系是一个名或者概念，这个“名”随着时代变化被赋予了不同的

含义。不同国家在使用“国际体系”这个概念时，其所指往往有所不同。从

法律意义上看，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联合国形成了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

体系。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直到 1971 年才

恢复合法席位。没有占世界人口 1/4 的中国以及广大亚非拉独立国家的加入，

联合国体系就是残缺的、不完整的。冷战期间，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

家对新中国的孤立和遏制战略，当时的外交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寻求国际上更

多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同时，联合国体系也持续扩容，随着民族解放运动

的兴起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纷纷加入联合国体系。与

其刚成立时相比，今天的联合国成员数量翻了近两番。此外，随着战败国日

本、德国（联邦德国、民主德国）相继加入联合国，联合国成员体系与其初

创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既不将新兴独立国家排除在外，又吸纳了

战败国，因此早已不再是创立时期的体系，今天的联合国最能反映主权国际

体系的全貌。 

从国际政治、经济组织意义上看，“国际体系”的含义则更为复杂。美苏

冷战爆发后，世界出现两极政治状态，国际体系由此也分裂为两个体系，美

国和苏联分别组建起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两大阵营，各自所言的“国

际”体系含义不同，不少新兴独立国家被迫卷入两大体系竞争之中。两大体

系之间互相隔绝，来往不多，尤其在经济层面；同时，两大体系内部也逐渐

出现分裂，加上越来越多的新兴独立国家不愿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在国际

上高举不结盟运动旗帜，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两大体系逐渐显现出瓦解的

迹象。苏联解体后，两个体系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人们现在所说的

“国际体系”，更多是从全球或世界整体意义上来讲的，与冷战时期的资本主

义国际体系或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语境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北约

军事联盟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深深打上冷

战和美国印记的组织体系至今仍然存续。这类组织尤其是经济组织虽然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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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扩容，但主导权基本还是掌握在美国等少数西方大国以及跨国公司手中。

从词语政治学来说，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这一支国际政治理论传统中，尤

其喜欢用普遍性词语来命名许多功能性组织，例如以“国际”、“世界”、“全

球”等普遍性修饰词语，使得不少西方世界内部组建的国际组织从一开始就

给人以世界性的、国际性的心理效果。当然，不在这个体系之内的国家往往

被归为“异类”、“另类”、“不入主流”、“自我孤立”等。这是我们读西方政

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的一个词语现象。① 

在战后国际体系复杂演变中，中国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里涉及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的认识，或者是对改革开放

前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体系两个阶段彼此关系的看法。目前，官方以及

一般外交史教科书侧重于分述这两个阶段的外交，将其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从学界研究来说，有一种观点至今仍然在国内外中国外交史叙事中比较流行，

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被孤立在国际体系之外，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挑战

者甚至是革命者，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自己的国际体系战略，开始主动“加

入”、“融入”国际体系，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② 

本文认为这种历史叙事方式需要改变。我们应该坚持一以贯之的一期法，

而非两个阶段分立的分期法来看待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简单地认为中国

在改革开放前是国际体系的挑战者，而在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

贡献者，既不准确，也容易引起误解，且容易导致反向心理暗示效果，即中

① 读西方政治学著作和外交措辞时需要注意一种词语现象，有些词语如果直接拿来运用而

不转换的话，往往会不自觉地从思维上将自己归到“另类”一边。例如，人们习惯用英语

学术研究中所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这一用法，正如后文所阐述的，

这种表述不加转换地使用，会有误导效果。在这里，“加入”是指加入西方所言的“国

际”体系，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改革开放后加入国际体系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就

一直是主权国际体系的一部分。西方所言的“国际”体系，是指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那

也只是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全部。在英语学术研究和媒体中，还经常将朝鲜、

伊朗、古巴等国描述为“国际”体系、“国际”社会之外的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堂堂正

正的联合国会员国，是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怎么就成了国际体系、国

际社会之外的“另类”国家了呢？ 
② 人们一旦习惯了这种外来叙事，会慢慢不自觉地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挑战

者、威胁者、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成为国际体系的合作者、建设者、贡献者。这种现象

反映了词语使用和思维改变之间的微妙关系。与此相关的对外来理论和概念不加转换和鉴

别地使用的现象还不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术生态还没有完全从“跟着别人说”到

“自己如何说”的自觉性、关键性、创造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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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直到 1978 年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对国际体系有所贡献。显然，这种叙事和分

析方法多少受到英美国际关系史标准的影响。在英美国际关系史叙事中，其

讨论的“国际”体系实际上是指由其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一

度与这个体系交往不多，被人为排除在该体系之外，因而按照其外交史叙事，

自然习惯于将新中国说成是这个国际体系的挑战者甚至是革命者，而不是一

个“合作者”。因此，看待中国在战后国际体系演变中的角色，应该坚持连贯

而不是割裂的原则来进行分析，准确地说，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就

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这样也就完整了。① 

中国一直是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维护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一段

时间与联合国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包括 20 世纪 50 年代初美国操纵联合国拼

凑“联合国军”武装干涉朝鲜半岛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阻挠恢复中

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即使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中国并没有否定联合国以及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新中国用了 20 多年的时间，最终恢复了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在被人为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的年代，中国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同新兴独立国家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十项原则，同联

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并不相悖，反而是对其的重要丰富和发展。恢复联合国合

法席位以后，中国也一直是联合国尊重主权与互不干涉内政原则的维护者。

因此从联合国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来说，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是国际体系的

挑战者和革命者，改革开放后才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贡献者，这种说法既

不全面也不客观，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际体系”含义的不同理解上。 

进而言之，中国外交以实际行动推动了联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扩容，使

得联合国体系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这里涉及新中国外交史的另外一个问题，

即人们经常从消极意义解读新中国成立后与广大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民

族独立运动的关系，简单用“输出革命”来将那段外交关系史定义为消极的、

负面的、不可取的，或者直接用“革命外交”来定义那段时期中国与国际体

系的关系，这种看法多少受到美国国际关系史立论的影响，因为后者的立论

倾向于认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一直采取不认同或者挑战

① 笔者认为不仅仅是中国与国际体系，就新中国外交史而言，我们也不应以相互否定和

相互对立的观点来看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外交，参见苏长和：《从外交看中国道

路》，载《人民日报》2014 年 11 月 10 日，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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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态度，从负面意义定性“革命”。然而，一旦将这个问题客观地摆到当时整

个国际体系变革环境中看，就能够更正面、更积极地评价这段时期中国外交

对推动国际体系扩容所作出的贡献。2015 年是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召开

60 周年，亚非会议本身是新兴独立的亚非国家试图在国际体系中争取平等权

利的一座里程碑，会议对当时殖民地地区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运动、争取民

族独立运动产生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并最终推动了几百年来国际殖民体系的

土崩瓦解。可以说，当时的国际关系潮流、主题和民心所向还不是和平与发

展，而是解放与独立。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本身就对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示范和启蒙效应，新中国外交抓住了这一世界民心和

大义所向，站在国际正义和世界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支持、援助、引导

并紧跟亚非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潮流。同时，一大批亚非新兴独立国家加入联

合国主权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联合国体系的成员结构，也正因为联合国成

员结构的变化，中国后来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也就水到渠成。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不能简单地从西方话语“挑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角度理解新中

国成立后的“革命外交”，应该从贡献意义上阐释新中国这段外交对国际体系

扩容以及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意义。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历史规律和叙事线索

下看，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史，就不是割裂的，

而是连贯的，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而非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

革和国际秩序建设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新变化与中国 

 

当前国际体系与战后国际体系相比已经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呈现出一些

具有新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变化特点，中国对此要有充分的评估。 

第一，国际体系的容量与主权国家的数量基本稳定，形成一个互相承认、

互相确认的主权国际体系。 

1990 年纳米比亚的独立宣告了殖民时代的正式终结，1991 年苏联解体则

宣告了冷战的终结。解放和独立作为世界潮流，至少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

后就已经进入尾声，不再是国际关系的主题，取而代之的和平、发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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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则成为时代潮流。以联合国为代表的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是对主权国家

完整性的一种保证，由此真正确立主权国家之间相互承认、相互确认的体系，

这是国际关系来之不易的进步。主权国家之间互相承认、互相确保，至少从

形式上抑制了霸权国家像历史上的大国那样肆意地侵略、瓜分、占有他国。 

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对国际关系的意义非常重要。简单地说，就是在联

合国成立之初，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争取民族和国家独立的运动是正

义的；但是，当几乎所有地区的国家均成为联合国主权体系的成员以后，彼

此处于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状态时，成员内部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就应该受

到抑制而不是鼓励，否则现存主权秩序将受到威胁。此时，一个革命的、需

要不断扩容的国际体系被一个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所取代。对于大国来

说，它需要对支持和鼓励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外交进行调整，转而坚决支

持相互承认的主权秩序，避免主权国际体系由于分离主义或者破坏主权的行

为而陷入动荡。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那些从革命者转为执政者的新兴独立国

家的政府。正是基于主权国际体系逐步定型的外交判断，在一个明确的、相

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中，中国自身也完成了外交调整，从声援、支持第三

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国家独立、打破殖民体系的正义运动，转而支持这

些新兴独立国家主权的巩固和完整，同时与时俱进地不再把解放和独立视为

国际关系的潮流和主题，作出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关系潮流的时代新判断。

表面上看中国这一立场转变似乎是矛盾的，但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主权

原则的支持。因此，只有在这个背景下看新中国外交，才能更进一步从连贯

的角度认识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外交的调整和转变。 

反过来或者对比起来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殖民大国竭力阻止或

者延缓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浪潮。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联

合国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在一个本应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体系内，

却又出现了各种对主权国家的新干涉主义逆流，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地

支持主权国家内部的反对派、分离主义、各类所谓“颜色”革命等，这种行

为与二战结束后支持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性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 世纪 90

年代后的一段时期，联合国又被所谓的民主、人道主义干涉理念所误导，执

行了许多卷入他国国内冲突的项目，同时，个别大国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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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反对派甚至极端派、人道主义干涉、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以及保护的责任

的滥用等，威胁到现存本应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体系。这是当前主权

国际体系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它实际上已经导致西亚北非国家内部的分裂

和动荡。肆意破坏主权的行为和实践，如果不予以抑制的话，其对国际体系

造成的混乱将是不可想象的。联合国和负责任大国必须积极行动起来，抑制

这种行为，那些追随个别大国干涉其他国家的中小国家，将来很可能也会成

为被干涉的对象和牺牲品。 

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在受到尊重的时候，人们并不会感

觉到它带来的稳定秩序，而该体系一旦遭到破坏，则必失之而后悔。在主权

体系尚未覆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利

用各种学说为其对外扩张寻求说辞，围绕势力范围的争霸战争赓续不绝，而

随着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主权国际体系定型，在一定意义上从法律和道德

上减少了霸权国家对国际体系稳定的威胁。就此而言，战后世界没有发生系

统性的战争，并不能简单地归因为核武器、两极体系规则、大战的痛苦历史

记忆等，而一个走向稳定的主权国际体系功不可没。当前，人们都在谈论国

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变革问题，但联合国、大国以及更多国家如果不能更多

地从主权秩序的本质来看待国际秩序建设，则很可能舍本逐末，失去要领；

如果轻率地舍弃或者否定主权，国际体系势必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第二，世界政区的变化对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影响。 

不少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输出的对抗性民主政治之后，国内政治和国

家治理仍处于艰难的适应过程中，而且这种对抗性民主政治也为外部干预留

下了漏洞，由此导致灭国之灾的事例也有不少。这里并不是要评判他国政治

制度的好坏，而是从客观的政治学立场和人民的福祉出发，来反思对抗性民

主政治被发明和推广后，对国家分裂和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

的潜在冲击。纯粹站在学术研究立场上，讨论对抗性民主政治可能是人类最

糟糕的一种政治发明可能会让一些人不快或不适，但是从稳定与秩序计，它

是否真的有利于当前相互承认、相互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则值得反思。 

但有分必有合。战后国际关系既有国家增生和国际体系扩容的趋势，也

有合作和统一的趋势。战后国际体系当前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世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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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变化上，表现为地区合作和地区性统一组织的兴起，它反映了国际政治

多极化、多中心化的趋势。中国对此的评估是乐见其成，积极推动，而非消

极阻碍、搞离岸平衡。中国深厚的大一统政治文化使得其在国家问题上形成

了鲜明的历史认识，也就是统一、稳定、秩序远比分裂、动荡、混乱更有利

于人民福祉。中国鼓励各个地区探索实行地区联合的自强运动，积极与欧盟、

东盟、非盟、阿盟、海合会、拉共体、太平洋岛屿国、中东欧国家等建立超

越国家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 

政区变化正在对联合国体系产生一定程度的稀释作用，在一些情况下也

具有补充效果。一方面，地区统一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着联合国体系及其下

属组织在地区层面难以实施的项目和议题；另一方面，近年来地区组织或者

地区内核心国家开始处理越来越多的安全事务。非盟正在加速组建自己的维

和部队，处理非洲安全问题；2015 年 3 月 29 日，第 26 届阿盟首脑峰会决定

成立阿盟联合军，介入也门的内部冲突中。在此类外交和安全实践中，联合

国安理会并无连贯的表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地区组织和联合国体系之间的

矛盾状态。我们可以进一步假设，未来一旦在欧盟、非盟、阿盟、东盟、拉

共体、上合组织等出现成员国内部冲突时，这类地区组织是否都会以抛开联

合国安理会的方式，介入到组织内部的冲突之中？国际政治的许多规则并非

是因为人们有先见之明而预先规划并制定出来的，常常是通过频繁的外交实

践创造出来的，有时甚至是通过破坏规则的方式创造出来的，诸多外交实践

成为惯例以后，便成为各方接受的规则。显然，在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以

及联合国后续改革上，地区组织和联合国体系的关系问题将成为一项重要的

国际议程。地区组织频繁介入地区成员内部冲突终将削弱安理会在国际安全

领域中的核心作用，中国显然需要对这种新的外交现象作出评估和反应。 

第三，避免国际体系陷入结盟对抗是大国的共同责任所在。 

这个命题是金应忠先生提出来的。① 一个互相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已经

将各国纳入一个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之中。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国际

体系成员需要从几百年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历史中汲取教训，

① 金应忠：《避免全球性结盟分裂对抗是当代大国的历史使命》，载《国际展望》2014 年

第 1 期，第 1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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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避免国际体系内部再度分裂，走向对抗，这是全世界面临的一个共同安

全问题。今天紧密联系的国际体系，经不起回到过去对抗状态下的折腾。一

些国家在没有充分协商的情况下，草率地将根本无望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

草案付诸表决，从而人为地制造出安理会的分裂和无效状态；在西方主导的

国际舆论中，冷战时期惯用的外交词汇重新开始流行；希望通过制造外部战

争来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想法和做法，也需要引起国际社会的警惕。 

无论是在大战时期还是冷战时期，敌友关系都不仅仅表现在你死我活的

战场上，同时也表现在国内政治领域。结盟对抗既是大国政治的悲剧，往往

也会造成国内政治的悲剧，这就是双重悲剧。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不仅在双

边关系，而且在双边关系之外确认敌友，陷入全面对抗状态，美苏国内政治

也一度出现内部找敌人的人人自危状态。国际体系虽然有了很大进步，但是

寻找敌人、制造敌人的对抗性国际政治文化并没有消退，国际政治如果只被

这种敌友文化所支配，就难以发展到和谐共生状态，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文化

和伦理资源，以使各方在一个多极、多中心世界中实现和平共处。 

 
三、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外交理论 

 

大国都有本国特色的大国外交理论，法国、英国、德国、美国、苏联及

现在的俄罗斯等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中都形成了自身特色的外交理论、文化

和风格。就各个大国与国际体系交往的历史来看，中国具有相对丰富和全面

的经验，对此要珍惜和利用。其一，中国在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自己与周边

国家相互依托的国际体系，中国处理与现代国际体系关系时，自然受到其历

史上多次组织地区秩序经验的影响，而其他大国鲜有这样的历史。① 其二，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从不平等条约国际体系到主权国际体系平等成员的艰

难发展历程，中国一度成为列强瓜分和分而治之的对象，是加害的对象，而

不是加害别国的国家。这种近代历史体验使得中国在理论上更能够从弱者角

① 这里用“相互依托”来形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较能凸显东亚体系的共生性。严格

来说，近代以前东亚没有“国际体系”这个名词，中国用“中外关系”来阐述自身与外部

国家的关系，至今中外关系史（中外交通史）仍然是中国史的一个下设方向，在学科设置

上它不是被置于国际关系学科下，而是在中国史学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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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感受不平等国际体系的缺陷，与发展中国家产生历史共鸣，并努力将平等

主义理念带入并贯彻到自己的国际体系外交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对主

权的独立性如此敏感，而那些立国以后就逐步占据国际体系主导地位的国家，

相应来说没有这样的经验。其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漫长崛起，几乎是与

相互确认、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同步发展的，这决定了中国的强大绝不

可能借助过去殖民大国划分和瓜分他国的方式来完成崛起。换句话说，中国

崛起的外部条件比早期大国要更为艰难，但中国由于没有加害他人的负担，

却又积蓄了道德正当性的资源，这对中国在未来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的领导

作用是弥足珍贵的资源。其四，冷战时期，中国有与分裂的国际体系交往的

经验，中国是当时社会主义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积极投身第三世界国家建立

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进程中，改革开放后也与美国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保持

紧密的交往，今天更是全球性体系的重要国家，这有利于中国更为平衡而非

摇摆、更为全面而非割裂、更为肯定而非否定地看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体系的互动经历是观察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有益样本。学者

们已经从行为和实践层面总结了很多做法和观点，本文主要从历史观和世界

观层面思考其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启示。 

从历史观来看，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改革和建设进程受到新的世界历史观

的支配和影响，这也是中国始终能够较为准确把握国际体系改革和发展方向

的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和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

预示着新的世界历史的展开。在整个 20 世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斗争

就是弱势民族和国家在国际体系中争取独立、发展、振兴的艰难而辉煌的历

程。占人类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的觉醒和独立，进而作为一个主体和整体首

次参与到世界历史的塑造过程中，这是 20 世纪下半叶改变国际关系的决定性

力量之一，影响既远且深，至今仍未消退。进入 21 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工

业化发展进程还将对未来世界地缘经济版图产生重大的塑造作用。截至 2015

年，46 个亚洲国家和 54 个非洲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 29 万亿美元，占世界经

济总量的 37.5%。世界历史动力在一段时间被描述为来自西欧、英美、西方，

西方提供并垄断了一套世界历史叙事和解释体系，但是这种看法至少到 20 世

纪后期甚至已经不是西方学界的主流观点了。随着霸权史学和西方中心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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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消退，“重写世界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趋势，而世界史撰写方式的变

化本身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政治自觉和文化自觉运动对国际知识格局变动的深

远影响。 

中国革命的胜利本身是新的世界历史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建设和

改革也是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新的世界历史发展规律

和方向的准确把握，保证中国外交始终将自身发展与最大多数国家及其人民

的命运、利益、责任联系在一起，建构了与发展中国家多层次的相互依托共

生关系；反之，中国在未来一旦失去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历史联系和命运纽

带，必然也会在国际体系中独木难支。正如上文所述，从支持民族解放独立

运动改革主权国际体系，到主权国际体系走向定型后对其的维护，以及当代

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增益，都可以归入新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上。这

种历史观将来仍然是中国围绕国际体系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导向。也正是

在此意义上，本文一开始即提出这样的命题，即新中国成立以来而不是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始终扮演着国际体系的改革者、建设者、贡献者的角色，中

国一直努力地在增益国际体系。 

就世界观来说，中国把国际体系视为既有对立也有共生的一个整体，体

系中各方处于各种可能的相互关系转化之中。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经常引

用中国先贤的名言来阐述对世界的看法，如“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万

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等。这种整体主义世界观与政治哲学与

另外一种对立主义世界观恰好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后者倾向于假设世界

是黑白两立、敌友分明、冰炭不容的状态，可谓敌友政治，而前者则认为世

界并不绝对是黑白两立、敌友分明、水火不容的，各方处于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的伙伴政治状态。世界在敌友与伙伴关系之间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关键

在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其并非静止而是流动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整体在

流动中存在相互转换的多种潜能和可能，从关系到共生是世界作为一个共同

体的追求目标。这种世界观至少使得中国并不会像西方民主和平论那样抱有

幻想，认为将别国变成同自己一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和平的共同体；相反，

其认为在一个多样多元复杂的状态中，应该通过促进共生来形成一个和平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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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主义世界观既是中国国内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投射到国际体系改革

和国际秩序的理解上，也成为中国外交文化的一部分。和谐共生是一种很高

的价值追求，实际上，国际关系实践中经常充满着不和谐、不共生的现象。

在趋向和谐共生的国际体系进程中，首先应当赋予国际体系成员更多平等的

内涵，互不干涉内政因此被视为和谐共生国际体系应当珍视的一种政治美德。

从道德推理上讲，如果一个大国由于倾向于将别国定义为邪恶的、异教的、

不合自己标准的，因而拥有进行干涉的正当性权利的话，逻辑上很可能造成

一个可怕的结果，即由于对善恶、正反定义的随意性，它同样可以走向极端，

对所有国家进行专制性的干涉。“嗜杀者不能一统天下”！以杀尽天下恶人的

方式求得所谓的“美好”社会，最后好人也会遭殃，一个都不留。从这个意

义上说，以一种自己随意解释的价值对外实施干涉的外交行为必须加以限制，

以防止其走向专制的一面，为此，国际体系必须警惕罗尔斯理论对世界秩序

构建的危害性，其教训不可谓不多，损人不利己。① 国际社会伦理的一个镜

鉴是，目前还没有比互不干涉内政更好的伦理原则，来充分保护国际体系中

的中小国家，中小国家在参与霸权国家对他国的干涉过程中，很有可能自己

也会成为被干涉的对象。由此，不结盟、不参与对他国的干涉应该成为国际

秩序的基本底线。目前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已经形成了互相承认、互

相确保的主权国际体系，对主权的尊重至少从形式上为国际秩序确立了一条

基本底线。但是人们在不同文明、价值观念、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还没有

形成互相承认、互相确保的共生体系。这是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进步的方向。 

 
结  论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会为世界提供一套具有其民

族风格的外交理论话语。当前，在西方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陷入一片沉闷之际，

人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对中国外交理论寄予厚望。中国与国际体系交往关系

是演绎和归纳中国外交理论的一个有益样本。中国外交理论不在于照搬流行

① 笔者曾将其命名为“罗尔斯规则”，简单说就是所谓的“自由”国家有权正当地干涉

“非自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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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别大国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理论，而在于按照自己对自身以及自身与世界

关系的理解，为国际体系改革和国际秩序转型提供来自中国的一套概念体系

和解释体系。更为关键的是，这套解释体系并非只能解释中国自身以及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它也能解释他国与世界的关系，并为他国处理其与世界的关

系提供借鉴，这其实是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在经历外交学理论本土化以后，实

现其国际化以及在外部世界的当地化过程。 

本文概要梳理了中国与战后国际体系及其当代转型的关系。战后国际体

系经历了从分裂走向整体的过程，新中国成立时置身于分裂的国际体系中，

但是却一直在同步推进国际体系向整体性、综合性方向发展。我们应当以连

贯而不是分立的态度，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

一以贯之地说，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就一直是国际体系改革和完善的建设者和

贡献者。如今，互相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已经形成，但是在一个异质性很强

的国际体系中，如何实现不同文明、价值、制度、道路之间的互相承认和尊

重，和谐与共生，避免国际体系分裂对抗，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也是

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挑战所在。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

以预见的是，国际体系从转型到定型的过程，必然也是一场知识范式革命。

正如上文所述，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出现在世界历史领域，近年来开始逐步蔓

延到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领域，而国际关系理论对此变化则更

为敏感。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创新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一些与西方特色国

际关系理论“共名”的概念——例如国家、权力、民主、援助、经济外交、

调解、人道主义等——进行再阐释，更为自觉和自主的是，它正在努力为国

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天下、

和谐、共生、新型义利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命运共同体、关系、结伴不

结盟、互联互通、协商民主、共商等等。学者的责任除了自觉用这些概念建

构一种新的知识体系外，还应在致力于对他人的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让人

们熟悉和使用这些概念，这就是中国外交理论走出去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5-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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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WWII international system. Different from the prevailing view, the paper 
argues that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contributor and constructor, rather than a 
challenger or revisionist,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 With 
its growing power and global influence, China plays a more active role in 
transforming the sometimes incongruous international system into one that both 
allows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different civilizations, political systems, 
social values, and development roads, and avoids the splits and confrontation like 
those of the Cold War era. This paper also explores Chinese diplomatic theory in 
the contex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current paradigm shift of studie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author strongly recommends that the Chinese academia go beyond the 
prevailing diplomatic theories with Wester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a more open, peaceful and equitable internation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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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PAN Guang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ago, Shanghai served as an important battlefield in the 
international anti-Fascism campaign where local citizens and foreign residents 
formed a united front to resist Japanese aggressors. The Shanghai people 
participated in the worldwide anti-Fascism campaign and provided sanctuary for 
those seeking refuge in Shanghai. At those extremely difficult times, Shanghai 
citizens were supported by foreigners living in Shanghai and China, apart from 
other forms of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Research on the united front formed in 
Shanghai during the anti-Fascism war not only enriches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n 
wartim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istory but also provide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les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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